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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

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 其中,1851 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

起的标志,1935 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

1938 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 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

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

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 随着全国抗战局势

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 特别是 1938 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

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 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

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

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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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作为仅次于农业的经济产业,即使手工业被机器工业排挤已属必然趋势,但是为了

抗战的军事、经济等需要,在战时经济建设中,“手工业在抗战中重新发展起来” [1] 。 特别是 1938 年

上海、广州、武汉等市场相继中断后,地处西南大后方的云贵等地区的战略位置和战时经济建设尤

显重要,因而国民政府在加强大后方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手工业生产。 目前而言,学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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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战时手工业缺乏专题且综合性的研究,特别是对 1935 年至 1938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期间“所

谓改进战时手工业,便是使手工业能够在战时辅助机器工业” [2] 的兴起,以及随后国民政府的工业

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影响等,更是尚无专题论述。 实际上,云贵地处西南边陲,经济地理独特、民
族成分众多、工业化等历史进程极为复杂,一直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 因此,本文将围绕战时云贵

特殊的战略位置,禁烟运动中断了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以及国民政府的战

时工业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畸形繁荣”四方面进行专题论述,以便更加直观地透视云贵及整个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变动历程。

一、战时云贵特殊战略位置的凸显

云贵不仅政治、经济等战略位置重要,而且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也极为特殊。 相对于东中部而

言,云贵地处偏僻、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但并不存在着“原始工业化”中的“人口压力”问题。 相

反,据 1934 年《商业月报》所载,云贵不仅能容纳大量的移民,而且在这 20 年前,云贵“二省对于所

需食料足以自给” [3] ,是当时中国粮食“自给有余” [4] 少有的地区之一。 军阀混战之后,虽然“厥为

其人口之膨胀,其增进甚速”,以致多山的云贵可耕种地较少,如 1934 年左右云南每人平均仅得 2. 4
亩,而贵州更是低到 2. 2 亩,低于全国人均 4 亩,使其“经济状况渐不如前”,但是基本上仍能自

给[3] 。 据 1936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川滇黔“三省粮食产量自给有余”,如夏秋的水稻、玉米,分
别占全国产量的 19%、27%,而冬季的小麦、大麦、豌豆、油菜、蚕豆又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11%、24%、
32%、38%、44%[4] 。

甚至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云贵食粮基本上均可自给。 其中,据民国时期建设厅调查,1937 年

贵州全省耕地面积为 6
 

282
 

676 亩,年产粮食 13
 

671
 

597 担,而全省仅需 7
 

775
 

874 担,尚余 5
 

895
 

723
担粮食,“故不特足以自给,且有剩余。 除米谷外,民间食用其他杂粮之数量亦至大” [5] 。 此外,解放

战争时期云南食粮仍基本能自给。 据 1947 年农业实验所工作站对云南 70 县调查结果所示,云南基

本上“米粮尚可自给”,其中 16 县米粮不足,但 38 县“自给”,16 县米粮“有余,以有余低不足,相差

甚微” [6]18。
从理论上而言,农林矿产和水力等资源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无论国家还是区域经济都与其密切

相关。 经济地理“是晚近始有的一种新的命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其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 从欧美各国工业发展可知,“一国一省地上资源与地下资源的蕴藏及其利用实为其发展程度的

契机。 经济发展能至何程度,均待其天然资源———林产、农产、矿产以及水力等的蕴藏量来决定” [7] 。
同时,经济建设必须以经济环境为根据,“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参照国防民生的需要,以求发展”。 其

中,水力在近代有“白煤之称”,世界各强国所用动力“仰给于水力者颇多” [6]18-19。
从蕴藏资源的实际情况来看,云贵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重要区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落后的代名

词。 据 1934 年彭学佩所言,云贵等西南“气候和暖,矿产丰富,努力开发,较易成功,将来对于国民

经济上的贡献,必极伟大,现今考察调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8] 。 其中,云南“物产宏多,洵属天府

之国,惜因工拙器窳制造不兴” [9] ,而贵州不仅有工业必须的各种矿产,而且还有可“作为制造头等

降落伞之用”的遵义柞蚕特种丝[10] 。 此外,云贵高山峻岭,山河瀑布颇多,在水力发电方面“便利甚

大” [6]18-19。
因此,云贵近代经济落后是其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政府和商人重视力度不够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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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其中,贵州除了“战前实业投资大率注重沿海沿江交通发达之区,鲜有投资于交通梗阻之内

地”和主政者“因人力物力之欠缺,未能积极建设,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人口稀少,消费有限”等

以外[11] ,贵州落后“最主要而直接的原因,却是内外交通的特别困难” [12] ,以及云贵贫穷“实因地未

尽力,物未尽用,人未尽才;对外交通阻塞之不除”
 [5] 。

从重商主义而言,云贵的确较为贫穷落后,但是从云贵富含农林工矿和水力发展前景,以及从

采用水力、煤矿为动力开采矿产而论,“以进步的正确正统派经济学说的主张看来,那却大谬不然

了” [13] ! 基于此,云贵重要的国防地位和丰富的资源成为国民党建设新西南的重要条件。 的确,云
南自然环境“是最适宜于重工业的建设”,地上地下均有着丰富的资源,“地下各种金属富源之多,他
省少有可相比的”,而地上瀑布之多,水力之巨大,“纵虽千万匹马力的发动机也能轻轻推动” [14] 。

抗战爆发后,西南一跃成为中国的大后方,不仅是抗战的工商业和经济根据地,而且还是中国

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要冲之区。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战略地位,“云南的形势最为特殊”“是中国经济

建设的主要基础” [15] ,也是远东、近东的重要点,“而为欧洲与亚洲之交通中枢” [16] 。 同样,贵州的重

要地位仍极为明显,诚如 1939 年贵州省党部委员杨治全所言,“贵州已形成将来决战时重心之一地

位” [17] 。 一方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银行不断迁入云贵等后方,成为商业的集

中地之一,“遂成为工商业及经济的抗战后方根据地” [18] 。 因此,为战时需要和抗战胜利,如不积极

开发西南各省资源,则不足以支持长期抗战,更不能争取最后胜利。
另一方面,云贵川等地“为往来之捷径,应援之要区,形势若此,冲要可知” [19] ,从而使“全国的

注意力,即转向于这个古老的‘后门’,图谋发展找一个国际交通的路线” [15] 。 因此,1937 年“自抗战

军兴,西南乃一跃而复兴民族之根据地”,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交通“莫不以西南为中心” [20] 。 1938
年上海、广州等地沦陷后,中国东路、南路受阻,只能靠西北、西南两路。 其中,西南的滇越铁路、滇
缅公路都必经云南,因而云南不仅“在抗战中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而且平时“也是很要紧的” [21] 。
据 1941 年国民党中央银行一份英文季刊报道,“现在的情势,云南或其附近各地发生任何事件,都
足以影响于中国抗战与建设” [15] 。

最后,即使深处内陆的贵州不及云南有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优势,但仍具有重要的交通战

略位置。 华东、华北等交通被日军控制之后,随着西南公路的竣工通车,贵州不仅是西南国际交通

路线的枢纽,而且还是连接西南各省的交通中心。 贵州成为西南公路“交通运输之中心,工业资源

极为丰富,大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之势” [11] 。 贵州不仅是西南的重镇,而且也是湘、桂、川、滇的交

通中心,“尤其为中央统治下的一个领土完整的省份”。 铁路方面,贵州铁路以贵阳为中心,分筑通

川、滇、湘、桂四省,即使因经费和材料来源受阻,“暂不能实现,但是柳州至宜山,已经通车”。 公路

方面,时至 1941 年,除了已经完成黔川、黔湘、黔滇、筑毕等各公路外,尚有十大干路计划,“皆在次

第建设,成功之后,贵州智中心及四边,水陆都可联络贯通”。 水路方面,有清水江、乌江、榕江、红水

河等。 交通工具方面,有汽车、人力、驼力等[22] 。

二、禁烟运动开启云贵战时手工业

鸦片既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重要因子,也是战时手工业兴起的重要元素。 云贵不宜植棉,
其近代手工业始于 1851 年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 其中,云南人“种上鸦片以支付做衣穿的棉

布” [23] ,而贵州即使地处内陆,但因经销鸦片可获厚利,因而两广等客商不畏艰险,“改贩洋纱入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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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鸦片” [24] ,从而在云贵出现了近代机制洋纱与传统手工织布的开始结合,兴起了近代手工业。
此外,云贵战时手工业萌芽于 1935 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兴起于 1938 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

的禁烟运动。 虽然 1935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禁烟令,从而使云贵的双向贸易备受打击,但是远在南京

的国民政府势力未能直插云贵,直至 1938 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外埠城市相继沦陷以及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坐镇西南,云贵的双向贸易才被中断。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贵州经济建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禁烟” [25]882。 1935 年成为“贵州禁烟运动

的切实开始” [26] 。 此后,贵州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 6 年禁烟计划,分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项。 同

样,云南禁烟也从 1935 年秋季开始。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对禁烟第一期禁种、禁运、禁吸均作了明确

规定。 即昆明市附近 38 个县区“停止种烟苗”,并从同年 8 月 1 日开始,“各级烟土字号”须向各县

禁烟委员处“登记存土”。 此外,从 1935 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各县区县长须会同该县禁烟委员会

“标对烟土”。 1936 年 1 月 1 日开始,昆明市 38 个县区售卖的烟膏,“概由公膏局专卖。 运输烟土,
则责成特货统销处专运” [27] 。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军事、政治、经济等需要,云贵加强了禁烟运动,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使手工

业也得以重新发展起来。 1937 年,云南省颁布了“修正云南禁烟指导员服务规则”,明确规则“适用

于推广禁烟各属”,不再局限于昆明 38 个县区[28] 。 特别是 1938 年国民政府坐镇西南之后,对云贵

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其中,第 13 条规定,经济部对于指

定的鸦片、锡矿等物品之运输,“得因必要,分别限制或禁止之” [29]110。 之后,云贵战时“手工业在抗

战中重新发展起来” [1] ,即兴起了“所谓改进战时手工业,便是使手工业能够在战时辅助机器工

业” [2] 。
鉴于云贵重要的战略位置和战时手工业建设的必要性,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云贵的工业化建设。

但是,相对于东中部等地而言,国民政府对云贵的工业化建设晚至 1935 年的禁烟运动。 1935 年,国
民政府强调贵州建设“非先从禁烟着手不可”。 同年 5 月 6 日,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省府

扩大纪念周”中进一步指出,“贵州流毒最深,人民最感痛苦的,就是鸦片,所以禁烟实为今后建设新

贵州的要政”,今后不仅要“禁种,而且要禁吸”。 其中,禁吸后的人民不仅可以恢复健康的体魄和精

神,而且还可发挥其智能,达到人尽其才。 禁种后的土地则可改种正当的农作物,增加有益的生产,
达到地尽其利之目的。 总之,“不禁烟则一切新的事业都谈不到,能禁烟则什么新的事业,都有希

望,今后我们要建设新贵州,一定要由禁烟着手” [26] 。
由于禁种相对容易,因而“彻底得多”。 其中,作为鸦片最大产地,云南鸦片“根本禁种以后,要

运无从运起,要吸无从吸起” [30]5。 在禁种方面,贵州政府将其划分五个区域,并按照五期进行,以便

达到“绝对禁种”之目的。 第一期、第二期均从 1935 年 10 月开始,其中第一区域为黎平、锦屏、天柱

玉屏等 23 县,第二期第二区域为独山、都匀、龙里等 12 县。 第三期则从 1937 年开始,为第三区域的

桐梓、遵义、正安、仁怀、湄潭等 9 县。 第四期从 1938 年 10 月开始,为第四区的大定、毕节、威宁、安
顺等 15 县。 第五期从 1939 年 10 月开始,为第五区域的普定、镇宁、贞丰等 12 县。 禁运和禁吸方

面,最初由贵州禁烟督察分处设栈统收和制订内销办法,1939 年 8 月行政院鉴于禁绝期限已近,“欲

彻第扫除烟毒,非肃清民间存土,停止商采制度不可”,从而遵令成立了“督办贵州省肃清私存烟土

公署”,并设立秘书、军法、纠察三个科室,“绝对禁止私人采购,并直接指挥警察团队,查缉一切私运

私售事宜” [26] 。 1935 年 5 月 1 日,云南省颁布“禁烟原则”,将昆明市附近 38 县为一期禁种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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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贵州省民政厅为加快禁种,将原定的第三、四、五期缩短为两期禁种,原定缓禁第三、四、五区

各县,“亦缩并为两区,另形编划”。 同时,将本年缓禁区域的罗甸等 27 县缩为 22 县,“并为易于管

理,缉私方便,暨界限整齐起见”,将原附近罗甸、开阳等 5 县加入第三期禁种,合计 24 县需在 1938
年春夏收烟季节“一律禁绝”。 1938 年第 4 期,原应禁种毕节、大定、黔西、威宁、水城、清镇、安顺、织
金、郎岱、关岭等 10 县,同时将缓禁的普定、镇宁、平坝、紫云、兴义、贞丰、盘县、册亨等 12 县“一律缩

并,划入本期禁种”,合计 22 县在 1939 年春夏收烟季节“一律禁绝” [31] 。 到 1938 年贵州鸦片产量仅

39. 8 万余两,比 1935 年减少了 79 倍,种植面积缩减到 1,397 亩,减少了 3. 6 倍[32] 。
但是,禁烟运动的过程极为艰难。 其中,尤以禁吸为最,从 1935 年 7 月开始至 1938 年,即使多

次办理烟民登记,“但尚未达到普遍确实地步” [26] 。 1935 年贵州政府委员会第 158 次常会通过了

《贵州省禁吸鸦片期限戒绝规程》,同年 10 月公布施行,规定每 6 个月为 1 期,递推计算,“以三年为

限”,即计划 1938 年戒绝。 1938 年 3 月,贵州省又公布了《取缔售吸管理所章程》,要求贵阳和各县

售吸所“一律限于”1938 年底撤销[5] 。 此外,为登记准确,“以为分批施戒的根据”,从 1938 年 11 月

开始,贵州政府除饬令各县切实按期戒烟外,又拟定戒烟暂行办法,“通令施行,使烟民于恶习革除

后,得重参加生产事业” [26] 。
当时的云南政府不仅采取分期禁吸,而且对党政公务员和一般民众均作了专章规定。 1935 年 7

月 9 日,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在第 432 次会议提议,现在本省厉行禁烟,除禁种、禁运,另由专章规定办

法。 其中,党、政、军、学“一切工务人员,凡有嗜好者,尤应及早戒绝”,即从 7 月开始至年底为止“一

律戒断”,其中 7 月、8 月为“自行戒断时期”,9 月、10 月为分别登记、监督戒断期。 此外,云南省建设

厅对一般民众禁吸“亦已定有章程” [33] 。 据同年《南诏季刊》所载,南京和徐州两地公安局,“分别拘

捕当地的瘾君子,强迫他们戒绝嗜好”,“接着在报纸上又看到云南省政府议决,自明年秋季起对鸦

片要严禁”,即采取禁种、禁运、禁吸三大政策[30]5。 1936 年云南省按照三期禁吸鸦片。 第一期为

1935 年 7 月至禁绝之日;第二期为 1936 年 6 月至禁绝之日,第三期为 1937 年 4 月至禁绝之日,三期

均包括宣传和调查登记、筹备一切、实施禁令三个部分,但是各期各部分内容和要求有别[34] 。
此外,禁运方面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国民政府厉行严种、严运、严吸鸦片政策之前,政府和运

销者因经销鸦片有利可图,“狂征其禁烟罚金,鼓励人民种烟,吸烟、售烟” [38] ,以致走私烟土仍络绎

不绝,走私贵州鸦片者仍运销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路线繁复杂乱。 1935 年 10 月 24 日,禁烟督察

处贵州分处颁布《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统制黔省特货运销暂行办法》,对鸦片匀速、销售作了严格规

定。 第一,鸦片运输路线分两条。 即从赤水经重庆转运湖北、从下司经洪江转运湖北。 第二,向鸦

片特商发放采办照证。 第三,对内销运输和外销运输也有具体规定,虽然外销“得免贴内销花,但须

遵照本处所规划之税区来去路线,将交由本处所设运销机关负责代运”,如运销广西、广东或贵州省

内可照掌缴足税费贴花后,“得酌准自运”,“仍须请领分运单方能起运,但东运内销税,或最多不得

超过 300 两” [35] 。 督察处严加管理,不仅要求“各县市政府及设治局督同警察机关及各级区乡镇长

严密查缉”,而且给予缉获烟土者“ 照章加重给奖”
 [36] ,甚至规定“ 嗣后查获偷运,必须侦究来

源” [37] 。
总之,1938 年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年,也是云贵禁烟的最后年份,更是其战时手工业的兴起

之时。 诚如 1938 年《中农所简讯》所载,“黔省本年为鸦片最后禁绝种植之期”,即使西部 22 个县

“缓禁区域,亦已决定严厉施行”,但是禁种之后,洋纱入黔以易鸦片的对双向贸易被中断,植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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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等农作物及其基础上的纺织生产“极为重要” [39] 。 如 1941 年《农本》所载,在盛产鸦片的安顺,由
于城乡纺织“大多用洋经洋纬,故洋纱销路甚广”,继而使“昔以鸦片为大宗,今则以纱布为大宗”。
因此,战时安顺土纱、土布也较为普遍,如每逢龙、猪场期之时,北大街的土纱摊有数十处。 同时,安
顺北大街有 10 余家“专售土布之商铺” [40] 。 此外,据 1941 年《抗敌》所载,由于 1938 年吴鼎昌担任

贵州主席之后认真禁烟,所以“特提前一年”就达到了目的,“厥功甚伟” [25]882。 如贵州“自紧种鸦片

以来,农业上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转变是欣欣向荣的现象” [41] 。

三、云贵战时工业化建设和手工生产并存

禁烟运动是国民政府加强云贵工业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起点,而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转

移则是其重要原因。 1934 年 1 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确定将国民经济转移至西部,并通过了《确

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明确在“富有自然蓄积并不受外国商业金融支配之内地”进行经济建

设,要求“于经济中心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以备军事建设,同时将

“全国大厂矿、铁路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

地点及设备方法” [42] 。 从而为战时工业建设作出了初步部署。
国民政府曾试图将云贵工业化建设作为全国的基础。 1935 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在云南

省扩大纪念周中作了“为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的重要讲话,“希望大家努力建设工业化的云南”,
国家“第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业发达”,从农业国进而为工业国。 在推动工业化起点方面,最容易

的地方“就是云南”,无论地下丰富的矿产,还是地上丰富的物产,甚至气候条件,“可以说哪一省都

赶不上,一切工业化的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我们要建设工业,就要从云南做起,有云南为基础,逐渐

发达各种工业,然后才能使职工由农业国进为工业国” [43] 。
为开发云贵丰富的资源,当时的国民政府试图加强实业开发和交通建设。 云南蕴藏资源丰富,

“真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我们不谈工业建设则已,如果要谈工业建设,就要先从云南建设起

来” [44] 。 此外,在以长江以南和平汉线以西为主要抗战的阵地中,应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

后方” [45] ,要求“开发边疆实业,及发展交通” [46] 。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工商业进入战时状态,东中部城市相继失守,云贵的商路受阻,市

场亦大为萎缩。 基于此,1937 年 8 月,当时的云南政府主席龙云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建议蒋介石

预防日本南进计划。 同年 11 月,南京政府批准,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拨款 200 万元,责成龙云限期一

年修建滇缅公路,以便国际援华物资的输入。 从 1937 年 12 月开始动工,至 1938 年 8 月第一批 6000
吨的国际援华物资输入中国,标志着滇缅公路正式开通。 1938 年,不仅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

陷,而且日寇还扩大至南洋,使滇缅贸易市场联动大受其害,云贵的外地市场大为萎缩。 可见,1938
年滇缅公路的通车,与滇越铁路并驾齐驱,一同成为了云贵及整个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交通线。

当时国民政府对云贵如此高度重视与其政治、军事需要密切相关。 同时,由于东北沦陷,以及

西北隐患的加大,这“才引起量很大的注意,牺牲了很多的财力和人力”。 此外,滇黔人民受到了空

前未有、不可补偿、抱痛终天的伤亡损失,“这才把地方上原有恶势力改变了一部分,这是注意到滇

黔地方了” [47] 。
在蒋介石的重视下,战时云贵交通建设成效较为明显。 据统计,此期间为筑路、整理开支,国民

政府先后向贵州境内的黔湘、黔滇、黔川干线拨款 926
 

504 元。 特别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

471



熊元彬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了公路建设力度,成立了西南公路运输总管理处。 管理处成立之初,接管了贵州境内四大公路干

线,委托西南各省对危险路段进行初步整理、改线,向贵州政府拨付 175
 

115. 81 元[48] 。
鉴于此,为结束西南地方割据,蒋介石不仅投资云贵等省公路建设,而且还调动了大批中央军

嫡系进入云贵川,结束了贵州军阀。 长期在贵阳工作的薛岳向杨森指明了贵州的复杂情况,指出

“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自拥有武器”,在结束西南军阀前,周西成、王家烈统治的贵州“政令都不

能执行,难于治理”,因而建议杨森清缴贵州武装,“只要从组织保甲入手,到把所有散落在私人手里

的枪支搜剿起来,掌握在乡保长手中,才能改变过去的期刊,使政令得以贯彻” [49] 。
除结束西南军阀统治外,国民政府还试图建设大西南,推行“统一化”政策,为战时经济服务。

然而,统一化的推行需解决云贵等后方最为关键的交通问题。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还督促相关

部门和军队,于 1937 年 3 月打通了南京至昆明长达 2
 

974 公里的京滇公路。 该公路将苏、皖、赣、湘
与云贵贯通起来,成为当时东部与西南唯一的公路干线,在中国军事、国防、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

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成为当时全国“最完善” “意义与价值之重大,亦较其他干线为深” 的公路干

线[50] 。 同年 4 月 5 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组成“京滇公路周览团”,对西南边陲进行了专门调查,
开启了中央考察团对云贵边陲调查的先河,在开发西南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万里长征” 的重要

意义[51] 。
国民政府对云贵地理位置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南京国民政府周览团团长褚民谊明

确强调,“蒋介石先生两次到过云贵,亲身体会到西南的重要性,所以要我们去看一下” [52] 。 此外,
《大公报》记者木公在参与“京滇公路周览团”对云南的考察之后,也将云南称为“在工业化及经济

建设上,足称一大原料金库”“在京滇公路所经各省,为比较最有前途之一省” [53] 。 同样,贵州虽“不

及沿江海各省,但内藩楚蜀,外控蛮荒,在地理上也有相当地位。 然而大多数不明瞭贵州情形的常

以为贵州是极荒僻而又狭小的地方” [54] 。
基于国民党及其国人对云贵的重视,云贵政府加强了工业化建设和手工并存生产。 抗战时期,

一切生产均以响应战时所需为准。 时任贵州主席的吴鼎昌指出,“革新贵州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
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 [55] 。 其中,美烟佛吉尼亚种为卷烟工业的重要原料,具有诸多的优势,
且适宜于云贵取代鸦片种植需要。 一方面,美烟产量高,平均每市亩可产 227 市斤,是平均每市亩产

108 市斤贵州土烟的 2 倍以上。 另一方面,美烟质量佳,其烟叶经烘烤调制,可呈浅柠檬色,烟味醇

和芳香,可制为上乘卷烟[56] 。 因此,1938 年贵州省政府组建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负责美棉、美烟

等培育。 为推广优良品种,各地商会不仅免费提供良种,而且还派人向民众进行指导,如安龙商会

组织成员前往烤烟成熟地区学习种植技术,学成后积极指导农民种植,甚至商会还号召当地工商业

者投资烤烟业,从而促进了贵州烟叶的加工[57] 。 此外,正安场镇商会倡导汇丰泰商号向农民提供

烟种[58] 。
最后,为战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对工商业进行了统一化管理。 国民政府不仅将云南各种矿产

品进行统一化经营,而且还将昆明电气公司与昆明电力厂合并,改组为官商合办的耀龙电力公司。
此外,原重庆国民政府还在工矿调整委员会上做了明确规定,对于原有和新设立的民营厂矿,采用

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 1938 年 1 月贵州成立矿务局,以“支援抗

战、矿产国有”为名,接管了得镒和、大硐喇、双益公、兴永发及岩屋坪等五大矿厂及其他一些民营厂

矿[59] 。 1938 年 4 月,财政部首先将桐油、茶叶、猪鬃及矿产等四类划为统销品,并授权于贸易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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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兼办出口结汇诸事。 据统计,贵州桐油从 1938 年 157
 

041 担增至 234
 

560 担[60] 。
在国民政府重视云贵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也得到了加强。 虽

然机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抗战时期主张发展手工业者仍有四大基本理由。 第一,中国机

器工业尚不发达,而手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仍占统治地位”。 第二,长期以来,手工艺品是中国工

业生产的特点,抗战前诸多手工艺品在国际“享过盛名”,若战时加以提倡、加紧发展,“必能内可裕

民生,好可振国誉”。 第三,抗战时期,中国农民生计日趋困难,加之“农闲时间极长”,因而复兴手工

业,“必可增补农家的收入”。 第四,战时全球经济恐慌,欧美发达国家正提倡和推行工业分散化,因
而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发展乡村手工业,“以免再蹈工业先进国之覆辙”。 此外,相对机器工业而言,
提倡手工业“事属轻而易举” [61] 。

即使国民政府对手工业并无一贯的政策,但是基于战时所需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国的现实,因
而有论者提出中国工业化“就必须先使农村能‘工业化’”,而农村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展”诸如湖

南夏布等农产品加工业。 同时为战时筹集军需物资,“更应由地方士绅,利用原有规模,加以扶持,
或接济其资本,或扩充其产量,或改良其方法,或推广其用途,凡属可资实用,足以适应战时需要之

物品,应集各方才能资力以赴” [62] 。 其中,棉布是战时军需急要物资,“一概供给军事机关,部队备

制军装之用” [63] 。
简言之,在云贵战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发展战时手工业也有其很大的必要性。 第一,手工业

在战争中“正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第二,战时手工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供给军需和民间必需

品,“不必要的生产,应予停止”。 第三,手工业的发展“应力求进步,而使其与机器工业相行不背共

同发展”。 第四,手工业发展应注重海外市场,换取外汇。 第五,改良技术,应科学化、现代化、标准

化和具有创造性。 第六,欲求手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是最有效的办法” [1] 。

四、云贵战时手工业的“畸形繁荣”

战时手工业是近代动荡政局下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产物,具有诸多畸形繁荣的现象。 抗战

爆发后,由于东中部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交通不便,洋纱来源受阻,“纱布是异常的缺乏” [64]16,加之

国民政府采取严禁、严运、严吸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的洋纱以易鸦片的双

向贸易,开启了一切生产以战时政治、军事所需的战时手工业模式。 因此,无论云贵,还是整个中

国,在机器工业发展的同时,“手工纺织业始重获抬头机会,乡间无数弃置之纺车布机,复行取用,乃
造成战时手工纺织业之畸形繁荣现象” [65] 。

昆明在全面抗战中,“一跃成了大后方的经济重心” [64]16。 如云南纺织厂在 1939—1945 年极盛

时期,该厂对云南军民棉布所需“不无相当供给”,即使在空袭中运输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本调剂

社会需要,以裕民生之旨,增加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 [66] 。 据统计,贵州全省仅公营、民营大小机

器厂,就 300 余家,“一时成为抗战后方一个有力的工业生产重心” [67] 。 同样,在 1940 年前后,云南

近代企业已达 300 余家,是战前的 10 倍左右,时至 1944 年已有 351 家,其行业不仅包括机械、矿冶、
织、烟草、制革、造纸、印刷、油漆、面粉、陶瓷、制药、蚕丝、水泥、火柴,而且还包括液体燃料、化工、五
金、机械修理、电器 19 个不同门类的行业[68] 。

由此可知,随着战时手工业的推动,云贵工业化也有了萌芽和发展。 如 1941 年《国货与实业》
所载,“抗战以前,贵州谈不到工业建设”,直至 1939 年 3 月贵州省吴鼎昌发起组织“贵州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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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工矿农商“开发经营,荟为总枢” [22]29,才使“贵州之工业建设战时方始萌芽” [69] 。 作为战时

贵州工业的龙头企业,贵州企业公司是“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中之时代产儿”,以“开发贵州资源,增加

后方生产”为目标,是官商合办的重要企业。 甚至该公司附属的玻璃厂、火柴厂、制糖厂等“各单位

负责人,均为学识经验丰富之士,对于成品力求改进,难能可贵” [70]168-169。 同时,云南工业建设也

“算是开始建立了” [6] ,如云南纺织厂、裕滇纺织公司等等。
然而,云贵这些企业的战时性兴起、生产特点极为明显。 其中,贵州企业公司“配合全国经济建

设方针,发展区域经济,改善本省人民之生活” [70]168。 1942 年 1 月,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为开发资源,
“以裕战时物资起见”,还特发其组织了“利滇化学工业公司”,“以倡导褐煤低温蒸溜工业”。 由于

该厂设在“事属创举,国内尚无成规可循环,一切机器设备,悉经该厂自行设计制造,试车成绩尚

佳”。 1943 年 7 月 1 日,该厂正式成立,改名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利滇化工厂”,实收资本总额

2
 

000 万元,采取股东大会推选董监事[71] 。
在战时手工业畸形发展的背后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方面,鸦片造成财政畸形繁荣。 在一定程

度上,云贵鸦片种植缓解了财政压力,使云南处于出超省份。 因此,1935 年国民政府统治云贵,厉行

禁烟之后,鸦片种植仍然继续。 如 1937 年前,永仁县小村“全村约种 116 亩大烟,约收 6900 两大烟,
上烟税 207 两” [29]110。 甚至直至 1938 年前,云南每年鸦片收入不下 3000 万元,“一亩收入可数十元

至百元,农民无不栽种鸦片,一切农业均置不顾,故主要食粮如米类反仰给于越南” [72] 。 因此,从
1913 年唐继尧主政云南十四年,直至 1938 年,虽然云南的鸦片政策时有波动,但是无论是分区、分
期施禁,还是统运,政府都或明或暗地支持商人从事鸦片贸易,以致“大商号大贩,小商号小贩,没资

本的也想贩”。 如在云南六七百商号中,专营或主要经营鸦片的就有两百余家,约占总数的三分

之一[73] 。
另一方面,洋纱因云贵商路受阻,以致织布原料来源困难。 自 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其

终点站为昆明,因而昆明成为了商品转运和销售中心。 从 1910—1937 年棉纱在云南的进口量来看,
几乎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937 年进口量比 1910 年增加了 100

 

961 公担,增长了 147%[74]45。 但是,抗
战爆发后,洋纱输入云贵困难,以致价格迅速增长,在 1910—1938 年期间,有印度、日本所产的 20 支

棉纱,价格 6. 5—8. 7 元;有 42 支的日本细纱,价格 14. 89 元;有印度、孟买、东京的 10 支棉纱,价格

5. 8—6. 8 元[75] 。 1938 年上海、广州等地沦陷后,洋纱来源更是几乎断绝,从而使“手工纺织业始重

获抬头机会” [65] 。
由于洋纱来源受阻,纱价涨幅较大,继而使织布业倍受影响。 多雨的云贵不宜植棉,因而一直

仰给于外地。 其中,贵州纺纱业“毫无基础,洋纱皆赖外给” [76] 。 云南仍如此,商路受阻后,洋纱“就
再也无法输入,生产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64]16。 1938 年之前,从上海输入贵州市场的国产纱分

为细纱、中纱和粗纱,三者价格依次从高到低,其中细纱每箱约 360 元,中纱约 330 元,粗纱约 320
元[5] 。 但是,在 1937—1945 年的战时手工业时期,从最低价格的涨幅来看,昆明棉纱的价格从 67. 2
元猛涨至 169

 

000 元,即 8 年抗战之间,棉纱的价格上涨了 2
 

513 倍。 从这期间的洋纱最高价的涨幅

来看,那更是从 79 元狂飙至 750
 

000 元,即 8 年之间价格增长了 6
 

319 倍[77] 。 战乱商路的受阻,使洋

纱的货源减少,从而增加了使用洋纱织布的成本,以致于人们感叹道,“与其穿贵而不漂亮的土布,
不如穿贵而兼漂亮的洋布” [78] 。

除了洋纱之外,战时进口物资的比重也因战争需要和来源受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就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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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言,云南以煤油、汽油为大宗,棉纺织品、烟草、人造靛、糖、钢等次之,但是 1938 年后进口货物再

次发生变化,进口货以匹头、棉纱、杂货为大宗;粮食次之,五金、纸烟等又次之[19] ,且进口量明显下

降。 同时,云贵运销路线也一再改道,甚至曾一度被中断,贵州与外地的联系主要以黔南为入口,其
来源主要为广西,如 1938 年销往贵州的洋纱就以黔南为主,其中又以丙枚的销量最高,10 支的达 3

 

320 大件,16 支的为 300 大件[5] 。
再一方面,云贵工业品及其原料出口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由于商路受阻,云贵

的猪鬃转运路线也相继发生了变化。 抗战爆发前,贵州的猪鬃经重庆洗梳漂之后,从上海出口。 但

抗战爆发之后,重庆的猪鬃也不得不改从汉口经粤汉路转运至广州,然后再出香港甚至出口国外。
由于商路受阻,运输成本较高,以致 1937 年中农所估计贵州猪鬃年产量仅有 2

 

923 市担[79] ,且多经

昆明或泸州转口外销。 据统计,1939 年初从重庆转运至香港,每担 1
 

800 的猪鬃运费需 300 多元,加
之转口费、兵火保险费及营业开支利息等 1

 

000 余元,成本高达 3
 

100 元,“而香港鬃价,每担仅 2
 

900
余元,每担猪鬃出口亏损 200 元左右” [80] 。 不仅如此,云贵的猪鬃还由军阀官僚勾结走私,即使经重

庆转销,猪鬃业也大受影响。 抗战爆发后,转运成本甚高,加之重庆猪鬃运输“本已极感困难,市价

日低”,因而政府在安顺自设洗房、梳房及漂房,甚至安顺猪鬃的运输路线也改经滇及法属的安南出

口,或经广西转至广州湾,然后再转运出口。 此外,以往经重庆转运上海的安顺牛皮,“因汉皋、广州

二地沦陷后,牛皮之出路阻滞,故囤积存货达三万余斤”。 此外,抗战还使汽车所需的汽油来源稀

少,出口贸易无利可图,以致囤积安顺的麂皮达 3
 

000—4
 

500 余斤[5] 。
同时,不仅经销猪鬃的商路发生了变化,而且经销猪鬃的方式也从之前商人的经销转变成了军

阀官僚勾结走私。 一般投机商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上下交征,公开攘夺。 于是或设工厂,或开商

行,或买生鬃,或购成品” [74]156-157。 如 1937—1938 年,云南畜产公司在昆明成立洗鬃厂,主办人为云

南富滇银行总经理缪云台,工人 400 余人,企图将所制的熟鬃成品走私出口。 当时,由于四川军阀兰

耀曲亦在昆明走私,因而云南畜产公司预期合伙,相互利用。 同期,四川利昌公司也在昆明设立机

构,专门收购成品熟鬃,公司的经理就是军阀兰耀曲,周俊之为管事,“所有收购之熟鬃,概行走私至

印度之加尔各答销售” [74]162。 1938 年 2 月,龙云将云南全省火柴工业全部收为官办,从而使民族产

业资本遭受巨大的损失。 同年 10 月 6 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一项在后方统制经济的基本法规,即
《非常时期浓矿工商管理条例》,将猪鬃、锡矿等 47 种农工矿主产品作为战时管理物品,对于猪鬃等

日用品经济部可以“直接经营之”。 1939 年,国民政府五届五中全会更是通过了“统制经济”政策,
以“调节物资之生产与消费”为由,从而将统制政策“全局确立” [81] 。

综上所述,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紧张,云贵特殊的战略位置渐趋突出。 特别是 1938 年上

海、广州、武汉等地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厉行禁绝鸦片之后,不仅洋纱来源受阻,而且

鸦片贸易明显衰弱,以致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以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被中断。 之后,在国民政府

加强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云贵近代手工业步入到第二阶段,转变成了一切产销、管制等均围绕战争

所需的战时手工业时代。 云贵战时手工业不仅使云贵及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均发生了不同程度地变

动,而且还辅助了工业化建设中兴起来的贵州企业公司、云南纺织厂等中国工业幼稚时期的机器工

业。 但是,作为动荡政局下的特殊产物,战时手工业因商路受阻、国民政府统制化管理,因而存在诸

多的畸形繁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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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元彬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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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handicraft
 

industry
 

of
 

Yunnan
 

and
 

Guizhou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two-way
 

trade
 

of
 

foreign
 

yarn
 

into
 

Yunnan
 

and
 

Guizhou
 

to
 

exchange
 

opium 
 

the
 

abnormal
 

prosperit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ity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Among
 

them 
 

the
 

two-way
 

trade
 

of
 

opium
 

in
 

Yunnan
 

and
 

Guizhou
 

in
 

1851
 

was
 

the
 

symbol
 

of
 

the
 

rise
 

of
 

modern
 

handicraft
 

industry.
 

In
 

1935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nded
 

the
 

southwestern
 

warlords
 

and
 

issued
 

a
 

ban
 

on
 

smoking 
 

which
 

made
 

its
 

wartime
 

handicraft
 

industry
 

sprout.
 

The
 

official
 

rise
 

began
 

with
 

the
 

ban
 

on
 

smoking 
 

which
 

was
 

strictly
 

enforced
 

in
 

1938.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routing
 

and
 

rising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the
 

strategic
 

transfer
 

of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other
 

needs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ts
 

production. In
 

wartime 
 

the
 

grain
 

of
 

Yunnan
 

and
 

Guizhou
 

could
 

still
 

be
 

􀆵 more
 

than
 

self - sufficient  
 

which
 

wa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such
 

as
 

abundant
 

mineral
 

resources
 

needed
 

for
 

war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need
 

to
 

revive
 

the
 

national
 

base
 

areas
 

and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center.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rear
 

area
 

of
 

Yunnan
 

and
 

Guizhou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its
 

capital
 

to
 

Chongqing
 

in
 

1938 
 

the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of
 

Yunnan - Guizhou
 

was
 

strengthen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rohibition 
 

strict
 

transportation
 

and
 

strict
 

smoking
 

of
 

opium 
 

the
 

two-way
 

trade
 

of
 

foreign
 

gauze
 

and
 

opium
 

in
 

Yunnan-Guizhou
 

was
 

interrupted 
 

and
 

the
 

course
 

of
 

Yunnan -Guizhou
 

war
 

handicraft
 

industry
 

was
 

star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hine
 

production
 

during
 

the
 

war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handicraft
 

industry
 

in
 

Yunnan-Guizhou
 

developed
 

again.
 

While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Yunnan-Guizhou
 

and
 

making
 

Guizhou􀆶 s
 

􀆵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just
 

sprout 
 

and
 

Yunnan􀆶 s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 start
 

to
 

establish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mport
 

and
 

export
 

difficulties
 

behind
 

the
 

􀆵 abnormal
 

prosperity
 

phenomenon .
 

Key
 

words 
  

Yunnan
 

and
 

Guizhou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r
 

handicraft
 

industry 
 

rise 
 

abnormal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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